
教育—工作错配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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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 考察了教育—工作的错配对

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 通过控制代表个人能力的一组工作技能禀赋变量， 利用工具变量

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本文处理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并通过调节效应分析了劳

动者的过度教育状态对收入影响的异质性。 研究发现， 与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适度教育

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显著更低， 教育不足者的收入显著更高； 在处理了过度教育的

内生性问题后， 其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 劳动者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经验的积累会加

剧其过度教育状态对收入的负面影响， 而认知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其过度教育状态对

收入的负面影响。 上述结论带来的启示是， 政府需要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和条

件， 以提升劳动者的认知能力， 也需要为企业加快转型升级速度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进

而从源头上降低过度教育对劳动者收入水平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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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教育是个体进行人力资本积累， 实现社会阶层跨越，

进而提高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破除妨碍

劳动力、 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 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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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在部署 “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的

工作时也提出 “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 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 畅

通向上流动通道， 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 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 劳动者通过提

高受教育水平实现向更高阶层的社会流动， 进而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 有利于国家从

整体上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从而为构建橄榄型社会提供更多高

质量的人力资本储备。
１９９９ 年 《面向 ２１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的实施， 将中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推

向大众化阶段， 此后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校毕业生数量日益攀升。 如果这些接受

了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都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与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相匹配的工

作岗位， 进而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跨越和收入水平的提升， 那么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

和橄榄型社会的构建将会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 然而， 在大学毕业生数量节节攀升

的同时， 由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推动的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却未能

进行同步调整， 从而导致了现实中 “就业难” 与 “用工荒” 现象的并存。
从宏观层面看， “就业难” 与 “用工荒” 并存是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结构不匹

配的典型表现： 一方面， 在较高的学历层次上， 过多的求职者追逐较少的工作岗位；
另一方面， 在较低学历的层次上， 空缺的工作岗位超过了劳动力的供给量。 从微观层

面看，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错配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实际受教育程度与工作岗位对

学历的要求不一致： 若前者大于后者， 称为过度教育； 反之， 则称为教育不足

（Ｄｕｎｃａｎ ＆ Ｈ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８１）。 大量研究表明，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错配类型以过度教育为

主 （武向荣、 赖德胜， ２０１０； 缪宇环， ２０１３； 方超、 黄斌， ２０１８； 彭树宏， ２０１９； 周

敏丹， ２０２１）。 对处于过度教育或教育不足状态的劳动者而言， 其收入水平除了受其实

际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还会受到错配状态的影响。
在学术界，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是劳动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议题， 有关这一议题

的早期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劳动者的实际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 且较为一致地得

到了 “受教育程度越高， 收入水平越高” 的结论。 近年来， 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

矛盾的凸显， 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转向对教育—工作匹配状态与劳动者收入之

间关系的探讨。 由于绝大多数国家的错配类型均以过度教育为主， 因而有关教育—

工作错配对收入影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据

较为一致地表明， 与具有相同学历的适度教育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水平显著

更低， 教育不足者的收入水平显著更高； 而与相同岗位上的适度教育者相比， 过度

教育者的收入水平显著更高， 教育不足者的收入水平显著更低 （Ｄｕｎｃａｎ ＆ Ｈｏｆｆ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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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１； Ｌｅｕｖｅｎ ＆ Ｏｏｓｔｅｒｂｅｅｋ， ２０１１）。 如果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中国，

那么， 对于过度教育发生率接近 ５ 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来说 （彭树宏， ２０１９； 周敏丹，
２０２１）， 橄榄型社会的构建和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 就不能仅仅依赖于教育体制改革这

一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的因素， 还要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这一劳动力市场供给侧

的因素。
基于上述背景，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简称 ＣＵＬＳ） 数据， 考察教育—工作错配对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 并利用两

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简称 ＰＳＭ） 检验过度教

育对收入的影响的稳健性。 此外， 本文还将基于调节效应模型， 进一步考察过度教育

对收入的影响是否随着劳动者年龄的增长、 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工作技能禀赋的不同而

改变。

二　 文献综述

（一） 国外相关文献梳理

对教育—工作错配与收入之间关系最常见的解释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

理论， 它认为教育能够通过提高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地解释了教

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当然它也招致了一些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批评 （Ｂｌａｕｇ， １９７６）。
一些理论认为二者之间具有更加复杂的关系 （ Ｔｓａｎｇ ＆ Ｌｅｖｉｎ， １９８５ ）。 如 Ｔｈｕｒｏｗ

（１９７５） 提出的工作竞争模型 （ｊｏｂ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认为， 边际产品以及收入与工作

而非与个人相关。 一份工作中， 与个人教育中实际所需要， 且被充分利用的那部分教

育相关的收入， 可能高于与一般教育相关的收入； 而与个人教育中不被需要从而未被

充分利用的部分相关的收入， 可能低于与所需教育相关的收入， 甚至为零。 因此， 教

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可能因工作而异。 一些工作可能在利用工人技能方面更加灵活，
而另一些则更加僵化。 一些经验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 如 Ｄｕｎｃａｎ ＆ Ｈ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８１）、

Ｈａｒｔｏｇ （１９８５） 和 Ｅｃｋａｕｓ （１９７３）。
研究教育—工作错配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两个经典模型分别是 ＯＲＵ （ｏｖ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模型 （ Ｄｕｎｃａｎ ＆ Ｈ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８１ ） 和 Ｖ － Ｖ 模型 （ Ｖｅｒｄｕｇｏ ＆
Ｖｅｒｄｕｇｏ， １９８９）， 这两个模型都是基于经典明瑟方程 （Ｍｉｎｃｅｒ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的扩展。
Ｄｕｎｃａｎ ＆ Ｈ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８１） 在 Ｍｉｎｃｅｒ （１９７４） 收入函数的基础上， 将实际受教育年限

分为工作所需受教育年限、 过度教育年限或教育不足年限， 并分别检验它们的教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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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率， 发现在控制了工作所需的受教育年限后， 过度教育对于对数工资仍有显著为正

的边际影响， 但过度教育者的回报仅相当于适度教育者回报的一半； 而教育不足者的

回报则为负。 后续很多研究利用不同的数据检验了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对工资的影响，
得到了与之类似的结论 （ Ｈａｒｔｏｇ，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０； Ｒ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８７； Ｒｕｂｂ， ２００３ ）。

Ｒ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８７） 对此的解释是过度教育部分的技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因而这部分

教育获得的回报， 低于技能被充分利用的适度教育部分的回报。 同时， 他还发现， 教

育与收入的关系在不同职业间也大不相同， 教育并不必然会提高所有职业中工人的生

产率及收入。 这一结论也证实了他提出的不同的工作会提供给工人不同的机会来利用

他们的技能和能力这一假设。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１） 发现过度教育工人的工资低于那些与他们具有相同学历， 但从

事的工作与其受教育水平适度匹配的工人的工资， 教育不足工人的工资高于那些与他

们具有相同学历， 但所从事的工作与其受教育水平适度的工人的工资； 同时， 过度教

育工人的工资高于那些从事相同工作但具有适度教育 （从而具有更低的受教育水平）
的工人的工资， 教育不足工人的工资低于那些与他们从事相同工作但具有适度教育

（从而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 的工人的工资。 Ａｌｂａ⁃Ｒａｍｉｒｅｚ （１９９３） 基于西班牙数据

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他还发现过度教育群体所获得的技能将转化为将来工作

的经验； 同时， 教育不足群体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好的匹配， 因为他们所受教育程度

的不足会被积累的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所抵消。 这也意味着， 工人通过将正式教育、
工作经验和在职培训结合起来， 能够获得工作所需要的足够的人力资本。 这些有关教

育回报的结论与人力资本理论 （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１） 和职业流动理论 （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

Ｇａｌｏｒ， １９９０） 相一致。
与 ＯＲＵ 模型不同的是， Ｖｅｒｄｕｇｏ ＆ Ｖｅｒｄｕｇｏ （１９８９） 保留了 Ｍｉｎｃｅｒ （１９７４） 模型中

的实际受教育年限变量， 通过引入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虚拟变量来考察二者对收入的

影响， 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实际受教育年限后， 与适度教育的劳动者相比， 过度教育劳

动者的收入显著更低， 而教育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显著更高， 这一结论与 Ｒ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８７） 的发现类似。 Ｌｅｕｖｅｎ ＆ Ｏｏｓｔｅｒｂｅｅｋ （２０１１）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 平均来说， 在

各个国家和各个时期， 适度匹配群体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１ 年， 工资提高 ８ ９％ ， 过度

教育群体的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１ 年， 工资提高 ４ ３％ ， 教育不足群体的受教育年限每欠

缺 １ 年， 工资损失为 ３ ６％ ； 同时， 他们指出有关教育错配对于工资影响的主流文献大

都利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 而这难以捕捉到工人之间存在的异质性。 Ｂａｕｅｒ （２００２）

利用 １９８４ － １９９８ 年德国的面板数据发现， 在控制住工人间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后， 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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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工资回报会向适度教育的工资回报收敛， 用随机效应估计时他们的系数分别为

６ ２％和 ６ ９％ ， 而教育不足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则不断降低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用混合

截面最小二乘法和随机效应法估计时系数分别为 － ０ １０％和 － ０ ８７％ 。
既有文献认为， 过度教育与收入问题的内生性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

过度教育本身的测量误差， 二是在估计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时可能存在的遗漏

变量问题。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工具变量法 （Ｋｏｒｐｉ ＆ Ｔåｈｌｉｎ， ２００９） 、 固定效应模型

（ Ｂａｕｅｒ， ２００２； Ｄｏｌｔｏｎ ＆ Ｖｉｇｎｏｌｅｓ， ２０００； Ｄｏｌｔｏｎ ＆ Ｓｉｌｌｅｓ， ２００８；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０） 、 倾向

得分匹配法 （Ｍｃ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２００７） 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且大多数针对发达国家

样本的研究均较为一致地发现过度教育会导致收入惩罚， 而教育不足会产生工资

溢价。
（二） 国内相关文献梳理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工作错配与收入之间

的关系问题， 其中绝大多数研究聚焦于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且仅有少量研究对教

育与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 （颜敏、 王维国， ２０１７； Ｗｕ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８；
江求川， ２０１９； 彭树宏， ２０１９）。 武向荣 （２００７） 利用 ＯＲＵ 模型发现， 过度教育的收

益率虽然为正， 但其小于工作所需教育的收益率， 且工作所需教育的收益率高于实际

教育的收益率。 范皑皑和丁小浩 （２０１３） 利用 Ｖ － Ｖ 模型研究了不同行业过度教育者

的收入回报， 发现与适度教育者相比， 高收入行业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损失不显著， 而

低收入行业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损失显著且高于高收入行业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损失， 特

别是低收入行业的女性承受了更大的收入损失。 王广慧和徐桂珍 （２０１４） 利用 ＯＲＵ 模

型分析了过度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所需教育回

报率高于实际教育回报率， 过度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具有正向但不显著的影响；
而教育不足对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有显著负影响， 而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则没

有显著影响。 叶尔肯拜·苏琴和伍山林 （２０１６） 分别采用 ＯＲＵ 模型和 Ｖ － Ｖ 模型估算

了农民工群体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 发现男性农民工存在过度教育工资溢价和教育不

足工资折价并存的现象。
王春超和佘诗琪 （２０１７） 利用中国乡—城移民调查 （ＲＵＭＩＣ） 数据发现， 在受

教育年限相同的情况下，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低于适度教育者， 而教育不足者的收入高

于适度教育者， 并且相较于外地人， 过度教育对收入的惩罚效应在本地人中更大， 而

教育不足对工资的奖励作用在本地人中更小。 Ｗｕ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８） 利用世界银行的面

向就业和生产率的技能调查 （ＳＴＥＰ） 数据 （云南省昆明市） 发现， 与具有相同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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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程度且适度教育的劳动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工资降低了 １８ ５％ ， 他们采用匹配法

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后发现结论依然稳健。 江求川 （２０１９） 利用 ＯＲＵ 模型发现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过度教育者的平均工资比适度教育者显著更低， 而教育不足者的

平均工资则高于适度教育者； 同时他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处理了教育与收

入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发现结果依然稳健。 彭树宏 （２０１９） 利用 ２０１４ 年中

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 与具有相同受教育水平的

适度教育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低 １０ ７％ ， 而教育不足者的收入高 １８ １％ ； 与

相同工作岗位上的适度教育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高 ２４ ７％ ， 而教育不足者的收

入则无显著差异。 刘云波 （２０１９） 利用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发现， 同时发

生过度教育和过度技能的劳动者的收入比其他错配群体更低。
（三） 文献评述

在讨论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 过度教育或教育不足变量与收入之间关系时， ＯＲＵ
模型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 模型中同时包含了工作所需受教育年限、 过度教育年限

和教育不足年限三个变量。 当个体存在过度教育 （或教育不足） 时， 其在模型中所对

应的教育不足 （或过度教育） 年限变量被强制赋值为 ０， 而这一赋值方式在同一个模

型中无法同时对过度教育年限和教育不足年限进行准确度量， 这一度量偏误容易导致

估计偏误的出现。 而在使用 Ｖ － Ｖ 模型进行估计时， 由于模型中包含了个人实际受教育

年限、 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虚拟变量， 这三个与教育相关的变量都因存在遗漏衡量个

人能力变量的问题而存在内生性， 容易导致模型出现估计偏误， 因而也饱受学界的诟

病。 而由于内生变量较多， 且较难找到合适的衡量个人能力的工具变量， 绝大多数研

究只证实了过度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 对内生性问题进行系统处理并发现二者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文献为数甚少。 而对于那些处理了过度教育与收入间内生性问题

的文献， 或许囿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 这些研究存在诸如工具变量选取不太合适、 对

遗漏变量 （如个人能力） 的度量不够准确等问题。 此外， 既有文献对过度教育与收入

间关系的探讨， 大多止步于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或因果关系）， 很少有文献探讨过度

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是否可能存在异质性。
基于此， 本文对于既有文献的贡献如下： 首先， 基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

在度量工作岗位所需技能和劳动力工作技能禀赋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在模型中

加入一组衡量个人能力的工作技能禀赋变量， 有利于减轻遗漏变量问题。 其次， 选

用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以及工作所需技能变量作为过度教育变量的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以及将过度教育视为一种处理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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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有利于缓解由双向因果关系所带来的

内生性问题。 最后， 基于调节效应模型， 进一步考察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依年

龄、 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禀赋不同而存在的异质性， 这一做法是对该领域文献的深

化和拓展。

三　 研究框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于 ２０１６ 年组织实施的

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该调查是针对城市住户的劳动力调查， 分别在上海、 广州、

福州、 武汉、 沈阳、 西安６ 个城市展开。 该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方法抽选样本， 样本对城

市具有代表性， 最终收集到的有效样本包括 ６４７８ 个家庭的 １５４４８ 人。 该调查对接了世界

银行的面向就业和生产率的技能调查 （ＳＴＥＰ） 中的工作技能模块， 对劳动力在当前工作

岗位中需要使用的技能及其工作技能禀赋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度量 （都阳等， ２０１７）。

（二） 研究设计与变量选取

本文在 Ｖｅｒｄｕｇｏ ＆ Ｖｅｒｄｕｇｏ （１９８９） 模型的基础上， 加入一组衡量个人能力的工作

技能禀赋变量， 考察教育—工作错配对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具体模型如式 （１） 所示：

ｌｎ ｗ ＝ β１ ＋ β２ｅｄｕ ＋ β３ｏｖｅｒ ＋ β４ｕｎｄｅｒ ＋ β５ＳＫＩＬＬ ＋ ＢＸ ＋ ｕ （１）

其中， ｗ 为被解释变量， 表示个体的平均月收入对数值， 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影

响， 我们对该变量在 １％和 ９９％处的取值进行了缩尾处理。 ｅｄｕ、 ｏｖｅｒ 和 ｕｎｄｅｒ 为本模

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其中， ｅｄｕ 表示个体的实际受教育年限； ｏｖｅｒ 和 ｕｎｄｅｒ 分别表示个

体是否存在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的虚拟变量； 当个体的实际受教育程度大于 （或小

于） 其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时， 说明该个体存在过度教育 （或教育不足）， 变量 ｏｖｅｒ

（或 ｕｎｄｅｒ） 赋值为 １； 当个体的实际受教育程度等于其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时， 说明

该个体为适度教育， 变量 ｏｖｅｒ 和 ｕｎｄｅｒ 均赋值为 ０①。 ＳＫＩＬＬ 表示一组工作技能禀赋变

量， 包括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 常规认知型任务

和操作型任务四种类型的工作任务变量， 不同类型工作任务包含的工作技能禀赋项目

及其度量方式列示于表 １。 上述四个变量从个体的分析能力、 社交能力、 认知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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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问卷中直接询问了被访者关于 “工作所需最低学历” 的问题，
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员工自我评估法衡量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



操作能力等方面反映了个体所具备的各项工作技能， 它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全面

地反映模型遗漏的个人能力 （ ａｂｉｌｉｔｙ） 变量。 参照既有文献的做法 （都阳等， ２０１７；

周敏丹， ２０２１）， 对这四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分类加总后， 将它们作为控制变量

加入模型①。 Ｘ 为一系列包含个人层面、 工作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其中个人层

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 性别、 户籍、 是否本地人； 工作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工作经

验及其平方、 是否接受过培训、 单位规模、 单位所有制和所在行业。 同时， 本文还控

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表 １　 工作技能禀赋度量

任务分类 个人具备的工作技能禀赋 度量方法

非常规、 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通过英语资格考试 ０ ～ １

能够使用电脑 ０ ～ １

会文字处理 ０ ～ １

能够使用电子制表 ０ ～ １

非常规、 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
能够使用电脑 ０ ～ １

能够收发电子邮件 ０ ～ １

常规认知型任务
能够使用电脑 ０ ～ １

会做数据录入工作 ０ ～ １

操作型任务

能驾驶交通工具 ０ ～ １

能操作重型机器或工业设备 ０ ～ １

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程度
１ ～ １０， １ 代表完全不能够， １０ 代表能够从

事重体力劳动

　 　 注： 取值范围为 ０ ～ １ 的项目， ０ 代表 “不能够”， １ 代表 “能够”。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工作技能禀赋概念整理得到。

在稳健性检验中， 本文通过以下做法来减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 通过控制

一组工作技能禀赋变量， 以减轻由于个人能力变量缺失而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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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于工作技能禀赋变量的度量和计算， 借鉴了都阳等 （２０１７） 和周敏丹 （２０２１） 的做

法。 但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工作技能禀赋与工作所需技能在内涵上有所差别， 且第四轮中国

城市劳动力调查问卷中分别开辟了 “工作所需技能” 和 “工作技能禀赋” 两个不同模块，
这两组变量分别包含了不同的问项。 因此， 本文的 “工作技能禀赋” 变量中， 每一个任务

分类所包含的具体条目不同于都阳等 （２０１７） 和周敏丹 （２０２１） 文中 “工作所需技能” 变

量中相应任务分类的具体条目。



选用父亲受教育年限、 母亲受教育年限和工作所需技能变量作为过度教育的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检验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最后， 借鉴既有文献的做法 （Ｗｕ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８； 江求川， ２０１９）， 本文将过度教育视为一种处理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将适度教

育视为控制组， 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后重新估计模型的参数①。 进一

步， 本文基于调节效应模型， 分别构建了过度教育与年龄、 工作经验和一组工作技能

禀赋变量的交乘项， 以考察过度教育对于收入的影响是否会随劳动者年龄的增长、 工

作经验的积累和工作技能禀赋的不同而变化。

（三）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 ２ 可知， 被访者的平均月收入均值为

５３７８ 元； 三个核心解释变量中， 被访者实际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 １２ ６ 年， 达到高中或

中职水平； 被访者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 ４９％ ， 教育不足发生率为 ８％ ， 可见错配类型以

过度教育为主。 我们对个体的工作技能禀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因此四种类型的

工作技能禀赋变量均值都约为 ０， 标准差都接近于 １。 被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３８ 岁； 男性

被访者占样本总数的 ５８％； 约有 ６６％的被访者持有非农业户口； ５１％的被访者为本地人；

被访者平均约有 １５ ５ 年的工作经验； １０％的被访者接受过 １ 个月以上的培训； ３２％的被

访者在 １００ 人及以上规模较大的单位工作。 被访者父亲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 ７ 年左右， 相

当于初中一年级水平； 被访者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均值为 ６ 年左右， 约为小学毕业水平。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平均月收入（元 ／ 月） ７２８７ ５３７８ ４２７７ ２６６６８ ２６８ ４１６８

实际受教育年限（年） ７２８７ １２ ６０ ３ ４９ ２２ ０ １２

过度教育（是 ＝ １） ７２８７ ０ ４９ ０ ５０ １ ０ ０

教育不足（是 ＝ １） ７２８７ ０ ０８ ０ ２７ １ ０ ０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任务 ７２８７ ０ ０１ ０ ８２ ０ ９４ － １ ２８ ０ ３６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任务 ７２８７ ０ ０１ ０ ９５ ０ ５８ － １ ７４ ０ ５８

常规认知型任务 ７２８７ ０ ０１ ０ ９１ ０ ６４ － １ ６１ ０ ６４

操作型任务 ７２８７ ０ ０１ ０ ６４ ２ １８ － １ １９ － ０ ０４

年龄（岁） ７２８７ ３８ ００ ９ ６８ ６４ １６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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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教育不足的发生率不到 １０％ ，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和其后部分的实证检验中， 删除了教

育不足样本， 聚焦于考察过度教育对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



续表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性别（男性 ＝ １） ７２８７ ０ ５８ ０ ４９ １ ０ １

户籍（非农业 ＝ １） ７２８７ ０ ６６ ０ ４８ １ ０ １

是否本地人（是 ＝ １） ７２８７ ０ ５１ ０ ５０ １ ０ １

工作经验（年） ７２８７ １５ ５０ １０ １０ ５９ １ １４

是否接受过培训（是 ＝ １） ７２８７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１ ０ ０

单位规模（１００ 人及以上 ＝ １） ７２８７ ０ ３２ ０ ４７ １ ０ ０

父亲受教育年限（年） ６４３６ ７ ２３ ４ ４０ １８ ０ ６

母亲受教育年限（年） ６２５３ ５ ９０ ４ ３５ １８ ０ ６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

我们在经典明瑟收入函数 （Ｍｉｎｃｅｒ， １９７４） 的基础上， 采用逐步回归法考察实际

受教育年限、 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变量对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的第 （１） 列为经典的明瑟收入函数回归， 即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 仅考察实际受

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及其平方对收入的影响， 结果显示实际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影响

显著为正， 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呈倒 Ｕ 型， 与既有研究的结论一致 （Ｍｉｎｃｅｒ，

１９７４）。 第 （２） 列加入了过度教育与教育不足虚拟变量， 结果显示与具有相同受教育

年限的适度教育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显著更低， 而教育不足者的收入显著更高，

与既有研究的结论也较为一致 （Ｖｅｒｄｕｇｏ ＆ Ｖｅｒｄｕｇｏ， １９８９；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１９９１）。
第 （３） 列加入了衡量个人能力的工作技能禀赋变量， 结果显示过度教育、 教育不

足对收入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 第 （４） 列进一步加入了个人层面、

工作层面和城市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依然稳健； 并

且四种类型工作技能禀赋变量的系数也都较为显著， 这说明收入确实受到劳动者工作

技能禀赋的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

型任务和操作型任务对收入都有显著为正的影响， 而个人技能禀赋中的常规认知型属

性越明显， 收入显著越低， 这可能与常规认知型任务最容易被资本 （机器） 所替代存

在一定关系。 总体来说， 无论是否加入衡量个人能力的工作技能禀赋变量和一系列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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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 与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适度教育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惩罚效应和教

育不足者的收入溢出效应均显著存在， 这一结论与既有研究的发现保持一致。

表 ３　 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实际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３）

是否过度教育
－ ０ １３９∗∗∗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８９∗∗∗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５）

是否教育不足
０ １２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９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５）

工作经验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３）

工作经验的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０ ２４９∗∗∗

（０ ０２５）
０ ２０８∗∗∗

（０ ０２３）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
０ ０３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１）

常规认知型任务
－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６２∗∗

（０ ０２４）

操作型任务
０ １６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２）

年龄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性别
０ ２４０∗∗∗

（０ ０１６）

户籍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０）

是否本地人
－ ０ １４０∗∗∗

（０ ０１８）

是否接受过培训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３）

单位规模
０ ０５６∗∗∗

（０ ０１６）

常数项
７ １５６∗∗∗

（０ ０３９）
７ １８５∗∗∗

（０ ０４１）
７ ６６５∗∗∗

（０ ０４８）
７ ０８０∗∗∗

（０ ０６７）

所有制 否 否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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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行业 否 否 否 是

城市 否 否 否 是

Ｒ２ ０ １３２ ０ １４７ ０ １９７ ０ ３３４

样本量 ７２９８ ７２９８ ７２９５ ７２８７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稳健性检验

在式 （１） 的基准回归中， 实际受教育年限、 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三个变量都可

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而既有文献对于 ＯＲＵ 模型和 Ｖ － Ｖ 模型中内生性问题的讨论并

不充分， 很多文献甚至直接回避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而一些文献即使提

及了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但受数据和变量获取的限制， 或对衡量个人能力的遗漏变

量的控制不够全面， 或对工具变量的选取不够恰当。 本文所使用的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

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 在调查问卷中分别开辟了工作所需技能模块和工作技能禀

赋模块， 对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劳动者的技能禀赋进行了有区别且细致全面

的度量， 这为本文工具变量的选取和遗漏变量 （如个人能力） 的控制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基于此， 首先， 本文选用父亲和母亲的受教育年限， 以及工作所需技能变量

作为过度教育变量的工具变量，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基准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其次， 将过度教育视为一种处理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基准结果的

稳健性。

１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分析

在控制了衡量个人能力的工作技能禀赋变量以减轻模型遗漏变量问题的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尝试寻找过度教育变量的工具变量， 来对内生性问题进行进一步处理。 结

合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选取父亲的受教育年限、 母亲的受教育年限和工作所需技能变

量中的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作为过度教育的工具变量①， 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进行检验，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既有文献表明，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母亲的受教育程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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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取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变量作为工具变量的理由如下： 第一， 在四种类型的工作所需技

能变量中，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对过度教育的影响最大， 且非常显著和稳健 （周敏

丹， ２０２１）； 第二， 如果加入其他类型的工作所需技能变量，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依然稳

健， 但会导致模型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度会通过个体实际受教育程度进而影响个体的过度教育发生概率， 工作所需技能变量

也会显著影响个体的过度教育发生概率 （周敏丹， ２０２１）， 因而它们均满足工具变量选

取的相关性条件； 虽然上述三个变量可能通过与教育相关的变量 （包括实际受教育年

限或过度教育）、 或通过个人能力变量对收入产生影响， 但我们在回归中对这些变量都

进行了控制， 因而可以认为工具变量与随机误差项不相关， 从而满足工具变量选取的

外生性条件。

由表 ４ 的第 （１） 列可知， 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很大

且非常显著， 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小于 １０ 且不显著， 说明

模型也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因此， 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 由表 ４ 的第 （２） 列可

知， 即使在工具变量法回归中， 过度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仍然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其他控制变量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也都未发生较大变化， 说明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后，

上文的基准结果依然稳健。

表 ４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１） （２）

第一阶段

过度教育

第二阶段

平均月收入对数

实际受教育年限
０ １７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８）

是否过度教育
－ １ ０４７∗∗∗

（０ １０９）

父亲受教育年限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６）

母亲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工作所需）
－ ０ ５６４∗∗∗

（０ ０４１）

工作经验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４）

工作经验的平方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 ０ １４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９４∗∗∗

（０ ０３６）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３０）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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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第一阶段

过度教育

第二阶段

平均月收入对数

常规认知型任务
－ ０ ０９７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７７∗∗

（０ ０３５）

操作型任务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８５∗∗∗

（０ ０１８）

年龄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２）

性别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３）
０ ２６５∗∗∗

（０ ０２４）

户籍
－ ０ ０４３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８）

是否本地人
－ ０ １１６∗∗

（０ ０４７）
－ ０ １１８∗∗∗

（０ ０２６）

是否接受过培训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６２）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５）

单位规模
－ ０ １３６∗∗∗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６）

常数项
－ ２ ０２６∗∗∗

（０ １８４）
７ １９５∗∗∗

（０ ０９５）

所有制 是 是

行业 是 是

城市 是 是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６８ ９４１∗∗∗

Ｓａｒｇａｎ 统计量 ０ ２９４

样本量 ５３１１ ５３０６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分析

借鉴既有文献的做法 （Ｗｕ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８； 江求川， ２０１９）， 由于过度教育是一个

虚拟变量， 因此， 可以将过度教育视为一种处理 （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将样本中的过度教育者

（ＯＶＥＲ ＝ １） 视为处理组， 而适度教育者 （ＯＶＥＲ ＝ ０） 视为控制组， 进而采用倾向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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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匹配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依样本可观测的维度进行匹配。 借鉴既有文献关于过度教

育影响因素的结论 （罗润东、 彭明明， ２０１０； 武向荣、 赖德胜， ２０１０； 方超、 黄斌，

２０１８）， 本文选取个体的实际受教育年限、 工作经验及其平方、 四个工作技能禀赋变

量、 年龄、 性别、 户籍、 是否本地人、 是否接受过培训、 单位规模、 单位所有制、 行

业和城市变量作为匹配变量， 采用核匹配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 结果显示， 匹配后

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可比性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表 ５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量
匹配

前后

处理组

均值

控制组

均值
标准化偏误

标准化偏误

减少程度
ｔ 值 ｐ ＞ ｜ ｔ ｜

实际受教育年限
匹配前

匹配后

１２ ８００

１２ ８００

１２ ８４５

１２ ７３６

－ １ ３

１ ９
－ ４０ ２

－ ０ ５４ ０ ５８８

０ ８０ ０ ４２５

工作经验
匹配前

匹配后

１５ １１６

１５ １１６

１５ ２２８

１４ ９３０

－ １ １

１ ９
－ ６６ ９

－ ０ ４６ ０ ６４８

０ ７８ ０ ４３３

非常规认知型的

分析型任务

匹配前

匹配后

３２８ ８５０

３２８ ８５０

３３１ １４０

３２１ ９００

－ ０ ６

１ ８
－ ２０３ ４

－ ０ ２４ ０ ８０８

０ ７６ ０ ４４５

非常规认知型的

互动型任务

匹配前

匹配后

－ １ ０００

－ １ ０００

０ １５０

－ ０ １０８

－ ３０ ７

１ ０
９６ ８

－ １２ ５２∗∗∗ ０ ０００

０ ３９ ０ ６９３

常规认知型任务
匹配前

匹配后

－ ０ １１９

－ ０ １１９

０ １５６

－ ０ １２６

－ ３０ ７

０ ８
９７ ５

－ １２ ５１∗∗∗ ０ ０００

０ ３０ ０ ７６４

操作型任务
匹配前

匹配后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７

１ ５

１ ５
－ １ ２

０ ６２ ０ ５３８

０ ６３ ０ ５２７

年龄
匹配前

匹配后

３７ ８３２

３７ ８３２

３７ ３２１

３７ ６１０

５ ３

２ ３
５６ ６

２ １８ ０ ０２９

０ ９８ ０ ３３３

性别
匹配前

匹配后

０ ５７１

０ ５７１

０ ５７８

０ ５７５

－ ０ ２

０ ４
－ １２２ ０

－ ０ ０７ ０ ９４１

０ １７ ０ ８６６

户籍
匹配前

匹配后

０ ６３１

０ ６３１

０ ６８７

０ ６２２

－ １１ ８

１ ９
８３ ８

－ ４ ８２∗∗∗ ０ ０００

０ ７９ ０ ４３２

是否本地人
匹配前

匹配后

０ ４７４

０ ４７４

０ ５５１

０ ４６６

－ １５ ３

１ ６
８９ ３

－ ６ ２５∗∗∗ ０ ０００

０ ６９ ０ ４９０

是否接受过培训
匹配前

匹配后

０ ０８４

０ ０８４

０ １２０

０ ０８６

－ １２ ０

－ ０ ７
９４ ６

－ ４ ９４ ０ ０００

－ ０ ３０ ０ ７６５

单位规模
匹配前

匹配后

０ ２７６

０ ２７６

０ ３８０

０ ２８１

－ ２２ ３

－ １ ２
９４ ７

－ ９ １５∗∗∗ ０ ０００

－ ０ ５２ ０ ６０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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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列示了匹配后的回归结果。 由表 ６ 可知， 在匹配后， 与具有相同学历的适度

教育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月平均收入依然显著更低； 实际受教育年限、 工作经验及

其平方变量对收入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与既有研究所得结论一致。 同时， 由表 ６ 的

第 （４） 列可知， 在匹配后，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

和操作型任务对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其中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的系数最大

且显著为正； 而常规认知型任务对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 这表明， 如果劳动者工作技

能禀赋中的常规认知型属性越明显， 其收入越低； 如果劳动者技能禀赋中的非常规认

知型的分析型属性、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属性和操作型属性越明显， 则其收入越高，

并且在这三者中，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技能禀赋对收入的提升效应最大。 上述有关

工作技能禀赋特征与收入间关系的实证结果与都阳等 （２０１７） 的发现一致①， 这或许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极化趋势已初现端倪。

表 ６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权重的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实际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４）

是否过度教育
－ ０ ０８１∗∗∗

（０ ０１６）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４）

工作经验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３）

工作经验的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０ ２３３∗∗∗

（０ ０２５）
０ １９７∗∗∗

（０ ０２３）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１）

常规认知型任务
－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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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值得注意的是， 都阳等 （２０１７） 考察的是工作岗位技能需求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 而本文考

察的是劳动者的技能禀赋对收入的影响； 虽然二者的定义略有不同， 但两组变量在技能属性

上具有高度相似性。



续表

（１） （２） （３） （４）

操作型任务
０ １６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２）

年龄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１）

性别
０ ２４８∗∗∗

（０ ０１７）

户籍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０）

是否本地人
－ ０ １３３∗∗∗

（０ ０１８）

是否接受过培训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６）

单位规模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９）

常数项
７ ０７８∗∗∗

（０ ０４０）
７ １１６∗∗∗

（０ ０４１）
７ ６６９∗∗∗

（０ ０５２）
７ ２１４∗∗∗

（０ ０６８）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城市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３８ ０ １４１ ０ １９２ ０ ３１７

样本量 ６７１８ ６７１８ ６７１８ ６７１８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进一步分析

基于调节效应模型， 本文通过构造过度教育与年龄、 工作经验和一组工作技能禀赋

变量的交乘项， 进一步考察上述变量对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是否存在调节效应， 即过度

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是否会随劳动者年龄的增长、 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工作技能禀赋的变

化而变化， 结果如表 ７ 所示。 由表 ７ 第 （１） 列和第 （２） 列可知， 过度教育与年龄、 工

作经验的交乘项均显著为负， 说明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不仅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

工作经验的积累而逐渐消失， 反而会进一步加剧。 这一结论表明， 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

效应在劳动者的生命历程和职业生涯中是一种长期现象， 它并不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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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因工作经验的积累而被抵消。 因此， 政府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教育状况需要

进行及时干预， 以避免该现象的持续存在对劳动者收入和福利状况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

表 ７ 第 （３） 列至第 （６） 列的结果显示， 过度教育与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非常

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和常规认知型任务的交乘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而与操作型任务的

交乘项系数不显著。 这说明， 劳动者认知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其过度教育状态所带

来的收入惩罚效应， 而劳动者操作能力的提升则对过度教育的收入惩罚效应影响不大。

表 ７　 过度教育对收入影响的异质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过度教育 × 年龄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２）

过度教育 × 工作经验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过度教育 ×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

析型任务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７）

过度教育 ×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

动型任务

０ ０５４∗∗∗

（０ ０１５）

过度教育 × 常规认知型任务
０ ０６０∗∗∗

（０ ０１５）

过度教育 × 操作型任务
０ ０１５

（０ ０２１）

是否过度教育
０ １７３∗∗∗

（０ ０６３）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２８）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５）

年龄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实际受教育年限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４）

工作经验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３）
０ ０５０∗∗∗

（０ ００３）

工作经验的平方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
０ ２００∗∗∗

（０ ０２５）
０ ２０２∗∗∗

（０ ０２５）
０ １７４∗∗∗

（０ ０２７）
０ １９９∗∗∗

（０ ０２５）
０ １９８∗∗∗

（０ ０２５）
０ ２０２∗∗∗

（０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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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１∗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２２）

常规认知型任务
－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５９∗∗

（０ ０２６）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２７）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６）

操作型任务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性别
０ ２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２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２４２∗∗∗

（０ ０１７）
０ ２４１∗∗∗

（０ ０１７）
０ ２４１∗∗∗

（０ ０１７）
０ ２４１∗∗∗

（０ ０１７）

户籍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０２０）

是否本地人
－ ０ １４１∗∗∗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４１∗∗∗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４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４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４０∗∗∗

（０ ０１８）
－ ０ １４０∗∗∗

（０ ０１８）

是否接受过培训
０ ０９７∗∗∗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６∗∗∗

（０ ０２４）

单位规模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２∗∗∗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７）

常数项
６ ９１０∗∗∗

（０ ０８１）
７ ０２７∗∗∗

（０ ０７２）
７ ０４８∗∗∗

（０ ０７０）
７ ０４５∗∗∗

（０ ０７０）
７ ０４３∗∗∗

（０ ０７０）
７ ０５８∗∗∗

（０ ０７０）

所有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３３５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４ ０ ３３３

样本量 ６７２０ ６７２０ ６７２０ ６７２０ ６７２０ ６７２０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１％ 、 ５％和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ＣＵＬ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 年第四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 利用 Ｖ － Ｖ 模型考察了教

育—工作错配对劳动者月平均收入的影响， 通过控制代表个人能力的一组工作技能

禀赋变量、 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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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构建过度教育与劳动者的年龄、 工作经验和一组工作技能禀赋变量的交乘项，
分析了过度教育收入惩罚效应的异质性。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与具有相同受教育年限的适度

教育者相比，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显著更低， 教育不足者的收入显著更高。 第二， 工

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结果表明， 在处理了过度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后， 过度

教育者的收入惩罚效应依然存在。 第三， 调节效应分析表明， 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惩

罚效应不但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经验的积累而减弱， 反而会进一步加剧， 而

劳动者认知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其过度教育状态对收入的负面影响。
上述结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一方面， 政府需要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和条件， 让更多人接受更好的教育， 以提升劳动者的认知能力和综合素质。 另一方面，
政府需要为企业的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和加快

转型升级速度， 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高技能需求的工作岗位， 从源头上降低过度教育

现象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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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Ｋ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 （２）， １７９ － １９８．

Ｄｏｌｔｏｎ， Ｐｅｔｅｒ ＆ Ｍａｒｙ Ｓｉｌｌｅｓ （２００８ ）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７ （２）， １２５ － １３９．

Ｄｕｎｃａｎ， Ｇｒｅｇ ＆ Ｓａｕｌ Ｈｏｆｆｍａｎ （１９８１） ．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１ （１）， ７５ － ８６．
Ｅｃｋａｕ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７３）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ｉｓ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ｒｔｏｇ， Ｊｏｏｐ （１９８５） ．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Ｓｉ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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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３）， ２８１ － ２８５．

Ｈａｒｔｏｇ， Ｊｏｏｐ （２０００） ．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Ｗｅ， Ｗ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Ｇ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 （２）， １３１ －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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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１９７４ － ２０００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６ （２）， １８３ － １９３．
Ｌｅｕｖｅｎ， Ｅｄｗｉｎ ＆ Ｈｅｓｓｅｌ Ｏｏｓｔｅｒｂｅｅｋ （２０１１） ．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ｎ Ｅｒｉｃ Ｈａｎｕｓｈｅｋ，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ａｃｈｉｎ ＆ Ｌｕｄｇｅｒ Ｗｏｅｓｓｍａｎｎ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４）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ｐｐ ２８３ － ３２６．
ＭｃＧｕｉｎｎｅｓｓ， Ｓｅａｍｕｓ （ ２００７ ） ． Ｈｏｗ Ｂｉａｓｅｄ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ａｇ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１５

（２）， １４５ － １４９．
Ｍｉｎｃｅｒ， Ｊａｃｏｂ （ １９７４ ） ．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ｕｂｂ， Ｓｔｅｐｈｅｎ （２００３） ．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２ （６）， ６２１ － ６２９．
Ｒｕｍｂｅｒｇｅｒ， Ｒｕｓｓｅｌｌ （１９８７）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２ （１）， ２４ － ５０．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Ｎａｃｈｕｍ （ １９９１ ） ． “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９ （２）， １０１ － １２２．

Ｓｉｃｈｅｒｍａｎ， Ｎａｃｈｕｍ ＆ Ｏｄｅｄ Ｇａｌｏｒ （１９９０） ．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９８ （１）， １６９ － １９２．
Ｔｈｕｒｏｗ， Ｌｅｓｔｅｒ （１９７５）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ｅｓｓ．
Ｔｓａｉ， Ｙｕｐｉｎｇ （２０１０） ．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９ （４）， ６０６ － ６１７．

Ｔｓａｎｇ， Ｍｕｎ ＆ Ｈｅｎｒｙ Ｌｅｖｉｎ （ １９８５ ）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４ （２）， ９３ － １０４．

Ｖｅｒｄｕｇｏ， Ｒｉｃｈａｒｄ ＆ Ｎａｏｍｉ Ｖｅｒｄｕｇｏ （１９８９） ．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ｏｎ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Ｓｏｍ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４ （４）， ６２９ － ６４３．
Ｗｕ， Ｎａ ＆ Ｑｕｎｙｏｎｇ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８） ． Ｗａｇｅ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Ｍｉｃｒ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５０， ２０６ － 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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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ｂ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ｄ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６ Ｃｈｉｎａ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ｂ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ａ ｓｅｔ ｏｆ ｓｋｉｌ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ｅ ａｌｓ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ｒｉｇｈｔ⁃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ｗｏ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ｃｏｍ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ｂｏｖ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ｕｌｄ ｃｒｅ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ｇｏｏ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ｂ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ｋｉｌ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２４， Ｊ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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